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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孙善良,张小平,张志斌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 要:[目的]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为促进该省土地资源综合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2000,2010和2018年陕西省的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通过土地利

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主成

分分析法对其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

中,耕地面积下降最多,工矿建设用地面积增速最快,水域面积变化最小。土地利用类型受自然条件的影

响,空间差异性显著。农村居民用地、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地的空间聚集性强,水域、城镇居民用地和

工矿生产用地的空间集聚性性相对较弱,草地、工矿建设用地形成新的集聚区。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土地

利用转移相对频繁,陕南山区土地利用转换相对较小。榆林市和延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和草地转

移以及未利用地和草地向工矿建设用地转移,西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和农村居民用地向城镇居民用地转

移。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结论]陕西省

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较大,应因地制宜制定土地利用规划,促进人口—经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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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ChangesandDrivingForcesofLandusein
ShaanxiProvinceDuring2000-2018
SunShanliang,ZhangXiaoping,ZhangZhibin

(College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alScience,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landusechangeanditsdrivingfactorsinShaanxiProvincewerestudiedtoprovide
ascientificbasisforpromotingthecomprehensiveoptimizationoflandresourcesandsustainablesocialand
economicdevelopment.[Methods]BasedontheremotesensingmonitoringdataoflanduseinShaanxi
Provincein2000,2010,and2018,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landuseinShaanxi
Provincewerequantitativelyanalyzedthroughmethodssuchaslandusedynamics,landusetransfermatrix,

andspatialautocorrelation,an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methodtoexplorethedrivingforcesoftheland
usechange.[Results]Theareaofeachlandusetypechangedindifferentdegrees,amongwhich,theareaof
cultivatedlanddecreasedthemost,theareaofindustrialandminingconstructionlandincreasedthefastest,

andtheareaofwaterchangedtheleast.Landusetypeswereaffectedbynaturalconditions,andthespatial
differencesweresignificant.Thespatialagglomerationofruralresidentialland,unusedland,cultivatedland,

woodland,andgrasslandwasstrong,whilethespatialagglomerationofwater,urbanresidentialland,and
industrialandminingproductionlandwasrelativelyweak.Grasslandandindustrialandminingconstruction
landformnewagglomerationareas.ThelandusetransferintheNorthernShaanxiPlateauandGuanzhong
Plainwasrelativelyfrequent,andthelanduseconversionchangeinthemountainousareaofSouthern



ShaanxiProvincewasrelativelysmall.Thetransferofcultivatedlandtowoodlandandgrassland,andthe
transferofunusedlandandgrasslandtoindustrialandminingconstructionlandwereobviousinYulinand
Yan’anCity,andthetransferofcultivatedlandandruralresidentiallandtourbanresidentiallandwas
obviousinXi’anCity.Themainfactorsoflandusechangewerethedevelopmentofsocialeconomyandthe
adjustmentofindustrialstructure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Conclusion]Theregionaldifferencesof
landusechangeinShaanxiProvincearegreat,andlanduseplanningshouldbeformulatedaccordingtolocal
conditions,soasto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population-economy-ecology.
Keywords:landusechange;landusetransition;drivingfactors;ShaanxiProvince

  土地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土地

利用/覆被变化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状况的重要表

征[1-2]。土地利用变化关系到气候、生物多样性、资源

环境可持续利用、能量循环等诸多全球环境变化的核

心问题,是全球环境变化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3]。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的分布特

征[4]、驱动因素[5-6]、预测和模型构建[7-8]、生态环境效

应等[9-10]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
镇用地不断增加,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如何

高效、合理利用土地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问题[11]。而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研究可以揭示土

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内部机制与基本过程,对实现地

区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

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变化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影

响[12-15]。人为因素如政策调控[16]、经济驱动[17]、城
镇化[18]、人口规模等[19]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
而自然条件如气候[20]、海拔等[21]则起促进作用。研究

区域则涵盖各级行政区[5,10,12-13]、经济区[19]、流域[22]、
生态脆弱区等[23]多种尺度。陕西省土地利用的相关

研究也备受关注,国内许多学者以陕西省或局部区域

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如耿甜伟[24]、岳杙筱

等[25]基于陕西省的土地利用数据,对其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进行分析;卓静等[26]研究发现,陕北地区耕地面

积下降且主要转化为林地、草地,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

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气候变化起辅助作用。
马新萍等[27]对西安地区的土地利用进行研究发现,建
设用地、草地面积增加,耕地、林地、水域面积减少,政
策因素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现有研究侧重

于生态环境质量及各个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

素分析,缺乏对陕西省整体的综合研究以及三大区之

间的比较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性有待探索。
陕西省地貌类型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区域经济

发展不平衡,土地资源利用的区域化程度也差异明

显。作为西北地区的门户,处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节

点和向西开放的前沿位置,土地资源利用结构变化过

程研究对西北地区人地关系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重

要的代表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

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特征进一步发生变化,导致其发

生变化的驱动因素有待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基于

2000,2010和2018年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利用

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等

方法从多个尺度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变特

征,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

进行探索。以期促进陕西省土地资源综合优化配置

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研究西北地区的土地利用

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下辖10个地级市,
107个县(区、县级市),总面积2.06×105km2。地域

狭长,横跨3个气候带,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地形复

杂多样,包含高原、平原、盆地和山地等,地势呈南北

高、中间低的特点,按照地形特征可将陕西省划分为

关中平原(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
陕北黄土高原(榆林市、延安市)和陕南秦巴山区(汉
中市、安康市、商洛市)。关中平原地势平坦,土地利

用类型以耕地、建设用地为主,依托政策、技术、产业

等优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在城镇化过程中存

在资源开发强度过大,建设用地侵占优质耕地,土地

利用集约化水平较低等问题。陕北属于黄土高原区,
生态脆弱,土地利用类型以草地、耕地为主,水土流

失、土地沙漠化等问题严峻,是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

施的重点区域,近年来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经济得到

较快发展。陕南主要为山地丘陵,土地利用类型主要

为林地、草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受地理位置

和地形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发程

度有限。三大区之间区域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发展不

平衡,研究其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有利于统筹谋

划陕西省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格局以及科学规划三

大区域的空间开发导向。

2 数据来源

陕西省土地利用数据(2000,2010和2018年)以
及数字高程模型(DEM)90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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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其中土地利用数据包括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乡居民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6类(表1),分辨率为30m×30m,土地利用/覆被类

型遥感解译精度为95.7%[28]。为加强对建设用地的

分析,本文将城乡建设用地进行细分(表1)。土地利

用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中(表6)有关人口、经济、产业

结构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指标数据均来自于2001—

2019年陕西省统计年鉴。

表1 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耕 地 水田、旱地

林 地 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其他林地

草 地 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

水 域 河渠、湖泊、水库坑塘、冰川和永久积雪地、海涂、滩地

未利用地 沙地、戈壁、盐碱地、沼泽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

城镇居民用地 大、中、小城市及县镇以上建成区用地

农村居民用地 独立于城镇以外的农村居民点

工矿建设用地 厂矿、大型工业区、油田、盐场、采石场等用地以及交通道路、机场及特殊用地

3 研究方法

3.1 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

3.1.1 单一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 单一土地利用变

化动态度,主要用于计算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在某段时

间内的面积变化情况,同时也可用来估计未来若干年内

土地利用变化趋势以及变化速度[29]。其计算公式为:

  K=
Ub-Ua

Ua
×
1
T×100%

(1)

式中:K 为研究期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率;
Ua,Ub 分别为研究初期、末期该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

积;T 为研究时段。

3.1.2 综合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 综合土地利用变

化动态度可以反映出研究区域内土地利用变化速率

的整体差异。LC值越大,表示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

转化越剧烈。其计算公式为:

  LC=
∑
n

i=1
ΔLWi-j

2∑
n

i=1
LWi

×
1
T×100%

(2)

式中:LC表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LWi 表示研究

初期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ΔLWi-j表示在研究

期内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转为非i类其他土地类型的

面积绝对值;T 为研究时长。
3.2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可用来判断研究区内各土地利用类型

有无聚集性,通常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

局自相关采用 Moran’sI统计量,LocalMoran’sI是

局域空间自相关指标,计算公式为[30]:

 Moran’sI=
∑
n

i=1
∑
n

j=1
Wij(xi-􀭺x)(xi-􀭺x)

∑
n

i=1
(xi-􀭺x)2 ∑

n

i=1
∑
n

j=1
Wij( )

(3)

 LocalMoran’sI=
n(xi-􀭺x)∑

n

j=1
Wij(xj-􀭺x)

∑
n

i=1
(xi-􀭺x)2

      (i≠j) (4)
式中:n 为单元数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i,xj 表

示第i或j 个单元的观测值;􀭺x 为观测平均值。I>
0,表示空间分布呈正相关;I<0,表示空间分布呈负

相关;I=0,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利用

ArcGIS10.6中创建渔网(createfishnet)功能,将研

究区划分为10km×10km的格网单元并统计出各

个小单元中各类地的面积,利用ArcGIS空间自相关

(spatialautocorrelation)以 及 聚 类 和 异 常 值 分 析

(anselinlocalMoranI)模块计算各类地的 MoranI
以及LocalMoran’sI指数,并根据局域空间自相关指

数将研究单元划分为4种空间关联格局:HH(高高集

聚),HL(高低集聚),LH(低高集聚),LL(低低集聚)。

3.3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功能转型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模型

来具体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来源于系统分析中

对系统状态与状态转移的定量描述[28]。利用ArcGIS
对任意两期土地利用变更数据进行空间叠加,获取各

研究时段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作为结构分析与变

化方向分析的基础,可更好地表征土地利用的结构特

征与用地功能类型变化。其表达式为:

  Sij=

S11 S12 … S1n

S21 S21 … S2n

︙ ︙ ︙ ︙

Sn1 Sn2 … Snn

(5)

式中:S 为面积;n 为土地利用类型数量;i,j分别为

研究初期与末期的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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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土地利用现状

通过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和面积变化

图(见封3附图6和图1)发现,陕西省土地利用类型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空间差异性显著。
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草地、耕地、林地为主,共约

占土地利用面积的95%。其中草地约占38%,呈点

状零散分布,破碎度较大,主要分布在陕北黄土高原

中部以及秦岭以南的丘陵地区;耕地约占34%,主要

分布在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安康盆地,此外在陕北黄

土高原北部零散分布;林地集中分布在秦岭沿线一

带、陕西南部的米仓山、大巴山以及陕北黄土高原的

子午岭和黄龙山,面积约占23%。水域、未利用地分

别约占研究区面积的1%,2%。其中水域主要以河

流为主,如渭河、汉江等;未利用地集中分布在陕北长

城沿线以西的毛乌素沙地。城镇居民用地、农村居民

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面积较小,共约占研究区面积的

2%,城镇和农村居民用地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便于

开发的平原、盆地等,如关中平原、安康盆地,工矿生

产用地主要分布在陕北高原西北部。就其变化而言,
耕地、未利用地面积均有所下降,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均有所上升,其中城镇居民用地、工矿建设用地

面积上升幅度较大。虽然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均有

所变化,但土地利用结构并无变化,仍以草地、耕地、
林地为主。

图1 陕西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

4.2 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分析

4.2.1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从陕西省2000—2018年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上来看(表2),陕西省不同

用地类型的动态度差异明显,工矿建设用地和城镇、农
村居民用地动态度较大,其中,工矿建设用地增速最

快,年均增速高达50.62%,共计增加1169.13km2;城
镇居民用地年均增速为9.11%,共计增加905.12km2;
农村居民用地面积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共计增加

410.79km2,两 个 时 期 的 动 态 度 分 别 为2.31% 和

-0.64。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发展,人类对土

地的需求逐渐增长,建设用地面积急剧增长。未利用

地、耕地、林地、草地的动态度变化居中,其中未利用

地面积以年均0.39%的速度持续减少,共计减少

331.72km2;未利用地的减少表明加大了对未利用地

的开发利用程度。耕地面积流失最多,年均递减速率

为0.38%,累计减少4976.55km2;林地、草地有所增

加,分别增加了1478.36和1325.83km2,年均增速

分别为0.18%,0.09%;耕地在2000—2010年面积下

降趋势快于2010—2018年,而林地、草地面积在2010
年之前增长较快,表明在退耕还林还草初期,植被快

速恢复,占用大量耕地,随后保持稳定。水域动态度

最小,面积变化不大。

表2 陕西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及动态度

土地类型 
2000—2010年

变化幅度/km2 动态度/%
2010—2018年

变化幅度/km2 动态度/%
2000—2018年

变化幅度/km2 动态度/%
耕 地 -3708.77 -0.52 -1267.78 -0.23 -4976.55 -0.38
林 地 1671.78 0.36 -193.42 -0.05 1478.36 0.18
草 地 1122.34 0.14 203.49 0.03 1325.83 0.09
水 域 4.84 0.03 14.20 0.11 19.04 0.06
未利用地 -240.59 -0.50 -91.13 -0.25 -331.72 -0.39
城镇居民用地 321.03 5.82 584.09 8.37 905.12 9.11
农村居民用地 564.17 2.31 -153.38 -0.64 410.79 0.93
工矿建设用地 265.19 20.66 903.94 28.73 1169.13 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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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县(区、县级市)综合土地用动态度的空间变

化上看(图2),2000—2018年,陕北黄土高原区土地

利用动态度最大,其次是关中平原区,陕南秦巴山区

变化最小。其中,延安市北部(宝塔区、安塞区、志丹

县和延长县)和西安市中部(高陵区、未央区和雁塔

区)的动态度最大,榆林市、咸阳市、渭南市、铜川市的

动态度也相对较大。从两个时期来看,2000—2010

年土地动态度的空间变化较2010—2018年明显。

2000—2010年,榆林市、延安市北部、西安市、咸阳市

南部和渭南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较大,其中,榆
林市吴堡县、延安市安塞区和延长县、西安市未央区

和宝塔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最大。2010—2018年,土
地利用动态度较高的区域主要表现在西安市和榆林

市北部(榆阳区、神木市、府谷县和吴堡县)。

图2 陕西省各县(区、县级市)2000-2018年土地动态度空间变化

4.2.2 土地利用空间特征变化 为进一步探索陕西

省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状况,以陕西省107个

县(区、县级市)为空间单元对单位面积(100km2)内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城镇居民用地、农
村居民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面积做全局(表3)和局

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图3),从表4检验结果显示,陕西

省各土地利用类型全局 Moran’sI 值均大于0,p 值

均小于0.001,说明研究区内各土地利用类型整体上

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集聚

性性。其中农村居民用地、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
地、表现较为突出,空间集聚性强,水域、城镇居民用

地和工矿生产用地的空间集聚性相对较弱。

表3 陕西省各土地利用类型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性检验结果

年份 指数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城镇居民

用地
农村居民

用地
工矿生产

用地

Moran’sI 0.794 0.786 0.613 0.330 0.800 0.359 0.827 0.185
2000 z 50.257 49.747 38.807 21.129 50.904 28.630 52.467 12.034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Moran’sI 0.791 0.781 0.634 0.339 0.802 0.517 0.807 0.239
2010 z 50.025 49.446 40.104 21.691 51.024 37.019 51.166 15.712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Moran’sI 0.786 0.781 0.63 0.348 0.796 0.635 0.804 0.437
2018 z 49.751 49.400 39.848 22.242 50.612 42.523 50.989 28.175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z为标准差的倍数,p 表示概率,z与p 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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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陕西省2000-2018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局域 MoranI值的空间分布

  土地利用局域 MoranI 值的空间分布图(图3)
直观反映了8种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

2000—2018年研究区耕地、林地、水域、未利用地和

城镇、农村居民用地集聚区并无明显变化,草地、工矿

建设用地形成新的集聚区。耕地、林地、草地和农村

居民用地主要表现为“高—高”和“低—低”聚集,水域

和未利用地主要表现为“高—高”聚集,城镇居民用地

和工矿建设用地主要表现为“高—高”和“高—低”聚
集。其中,耕地“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榆林市东

南部、咸阳市、渭南市、西安市北部以及宝鸡、汉中、安
康市中部地区。林地“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

安宝鸡南部、汉中安康北部、延安市中部地区。耕地

高低集聚区表现出与林地高低集聚区相反的现状。
未利用地“高—高”集聚区分布最集中,主要分布在榆

林市西北部。水域的空间自相关性相对较弱,分布相

对分散,主要呈带状分布于关中平原中部。城镇居民

用地“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安市、咸阳市和渭

南市,而在“高—高”集聚区周围表现为“低—高”聚
集,“高—低”集聚呈点状分布,表明在关中平原地区

城镇居民用地的分布集中连片,而在其他地区的分布

较为分散。城镇居民用地的 MoranI 值呈持续上升

趋势,表明其空间集聚性在逐渐增强。农村居民用地

“高—高”集聚区的分布和具有空间趋同性,但其

“高—高”集聚区范围较大。草地“高—高”集聚区主

要分布在榆林市北部、延安市西部、安康市南部地区。
而低值区主要是在关中平原城市群。2000—2010
年,草地在延安市东部的延长县、宜川县形成新的集

聚区。工矿建设用地“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以

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高—低”和“低—高”集
聚主要分布在“高—高”集聚区边缘地带,并且有向

“高—高”集聚转化的趋势。2000—2018年,工矿建设

用地在榆林市西北部的榆阳区、神木市形成新的集聚

区,主要由于近年来榆林市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社会

经济发展较快。

4.2.3 土地利用转型分析 为分析土地利用类型内

部之间的面积转化情况,利用ArcGIS10.6对2000—

2010年和2010—2018年两个时段的土地利用数据

进行叠加处理,得到陕西省2000—2010年和2010—

2018年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以及土地利用转型空间

变化图(表4—5,图4)。可以得出:①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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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均

有所增加。从土地流出上看,耕地(-3708.77km2)
的减少 主 要 流 向 草 地 和 林 地,转 化 面 积 分 别 为

4129.66km2和1382.91km2;未利用地(-240.59km2)
的减少 主 要 流 向 草 地 和 耕 地,转 移 面 积 分 别 为

215.10km2和79.65km2。从土地来源上看,林地、草
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较为明显。其中林地净增加面

积为1671.78km2,主要来源于耕地(1382.91km2)
和草地(1091.09km2)的转移;草地净增加面积为

1122.34km2,主要由耕地(4129.66km2)转化而来;
建设用地中城镇和农村居民用地净增加面积分别

为321.03km2和564.17km2,都主要来源与耕地的

转化,转移面积分别为250.12km2 和658.66km2,工
矿建设用地净增加面积为265.19km2,主要来源于耕

地(133.18km2)和未利用地(47.89km2)的转化。

②2010—2018年,耕地、林地、未利用地、农村居民用

地面积减少,草地、水域和城镇、农村居民用地面积均

有所增加。从土地流出上看,耕地(-1267.78km2)
和林地(-193.42km2)的减少都主要流向草地,转
化面积分别为3560.76km2 和1315.13km2;未利用

地(-91.13km2)主要流向耕地、工矿建设用地和草地,
转移面积分别为163.27,138.67km2 和114.98km2。
从土地来源上看,城镇居民用地和工矿建设用地面积

增加较为明显。其中城镇居民用地净增加面积为

584.09km2,主要来源于耕地(333.63km2)和农村居

民用地(169.29km2)的转化;工矿建设用地净增加面

积为903.94km2,主要来源于对耕地(388.02km2)和
草地(395.44km2)的侵占。

图4 陕西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转移空间变化

  综合来看,两个时期都表现为建设用地、林地、草
地对耕地的侵占。两个时期内,城市居民用地和工矿

建设用地面积增幅最大,其面积变化主要来源均为耕

地,且随着时间发展,转换面积增加。城市化和社会

经济的发展,导致原有发展空间不足以满足人类活动

从而占用耕地,如城镇化的发展对生活、工业用地的

需求以及社会基础设施的修建等,部分耕地逐渐转化

为建设用地以及农村居民用地向城镇居民用地的升

级;且随着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工矿建设用地开始占

用草地,土地矛盾进一步加剧。2000—2010年,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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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下降较快,林地、草地面积迅速增加,表明退耕还

林还草政策实施初期的效果较为明显,植被覆盖率显

著提升。

2010—2018年,耕地面积下降趋势变缓,草地面

积增加趋势变缓,林地面积有所下降。主要由于耕地

向林地、草地的转化面积减少,林地面积下降一方面

由于补充来源减少,另一方面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

管理不善导致林地退化。

表4 陕西省2000-2010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km2

土地利用类型 
2010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未利
用地

城镇居民
用地

农村居民
用地

工矿建设
用地

耕 地 65149.90 1382.91 4129.65 140.19 17.08 250.12 658.66 133.18
林 地 370.52 45522.56 372.99 11.89 29.07 21.32 36.06 6.77
草 地 2274.93 1091.09 74101.16 69.24 92.63 21.85 49.16 88.65

年 水 域 140.65 10.98 74.53 1399.87 2.80 3.09 5.60 2.71

0002

未利用地 79.65 12.05 215.10 16.01 4386.56 3.74 7.80 47.89
城镇居民用地 5.74 7.41 2.31 0.39 0.00 527.96 7.46 0.46
农村居民用地 129.75 15.89 11.97 2.63 0.04 37.76 2241.77 3.51
工矿建设用地 1.99 0.08 3.34 4.85 0.03 6.92 0.99 110.05

表5 陕西省2010-2018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km2

土地利用类型 
2018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未利
用地

城镇居民
用地

农村居民
用地

工矿建设
用地

耕 地 62508.10 728.48 3560.76 188.92 69.59 333.63 375.63 388.02
林 地 631.38 45968.75 1315.13 16.80 30.82 25.22 13.93 40.91
草 地 3074.34 1089.79 73981.36 100.77 207.67 33.84 27.84 395.44

年 水 域 137.22 13.70 87.75 1332.48 40.23 13.50 3.86 16.33

0102

未利用地 163.27 14.10 114.98 8.06 4080.78 7.91 0.44 138.67
城镇居民用地 26.17 2.50 6.94 0.68 0.26 828.05 2.38 5.75
农村居民用地 321.14 30.87 31.87 4.15 3.11 169.29 2426.80 20.25
工矿建设用地 23.89 1.37 15.77 7.43 4.62 45.40 3.21 291.54

  通过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空间变化(图4),耕地、
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在关中和陕北地区变化较为明

显,水域生态用地和未利用地变化并不明显。其中耕

地流失严重,主要是转化为草地、林地、城镇居民用

地,在西安市中部(未央区、灞桥区、雁塔区、高陵区)、
榆林市(府谷县、神木市、榆阳区、佳县)主要转化为城

镇居民用地,在延安市北部(志丹县、安塞区、宝塔区、
延长线)主要转化为林地、草地,补充来源主要是在榆

林市西北部(定边县、榆阳区)对未利用地、草地的开

发。在西安市中部农村居民用地向城镇居民用地的

转化也较为明显,工矿生产用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榆

林市(榆阳区、神木市和府谷县),由未利用地和草地

转化而来。西安市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增长极,城镇

建设用地的发展规模突出,此外,区域内其他城市的

建设用地规模也同步增长,西安市对城市群发展存在

带动作用。草地、林地明显增加的区域主要是原本植

被覆盖率低且是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区域的陕北中东

部地区。总体来说,榆林市、延安市和西安市的土地

利用变化最明显,榆林市和延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向

林地和草地转移以及未利用地和草地向工矿建设用

地转移,西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和农村居民用地向城

镇居民用地转移。

4.3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4.3.1 驱动因子主成分分析 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

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自然条件

在短时间序列上对土地利用的变化作用并不明显,人
类活动在短期内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较为显著,尤
其是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时期,因此本文主要分析

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依据科学性、系统

性以及可操作性原则,结合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状况以及数据的可获性,从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农
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共选取13个指标,建立陕西省

土地利用变化评价指标体系(表6),利用SPSS19.0
进行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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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指标层 目标层  指标层

X1 年度总人口/万人
产业结构   

X8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人口 X2 人口密度(km2/人) X9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X3 城市化率/% X10单位面积粮食产量/(kg·hm-2)

X4GDP/亿元
农业现代化水平

X11农用机械总动力/104kW

经济
X5 人均GDP/元 X12化肥施用量/104t

X6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X13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t

X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详见表7。KMO值

为0.822大于0.5,显著性水平为0.000,可以进行因

子分析。主成分特征值及贡献率的结果详见表8。
取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且其累计贡献率大于90%的

2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与城市化率(X3)、GDP
(X4)和人均 GDP(X5)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第二

主成分与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X8,X9)具有较强的

相关性。由此可见,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

化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表9)。

表7 评价指标体系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0.822
近似卡方 798.889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78
显著性 0.000

表8 驱动因子特征值及主成分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10.828 83.292 83.292
2 1.879 14.456 97.749

表9 驱动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成分

1 2
变量

成分

1 2
X1 0.972 0.165 X8 0.585 -0.803 
X2 0.970 0.150 X9 -0.193 0.978
X3 0.998 0.049 X10 0.956 -0.217 
X4 0.987 0.147 X11 0.963 -0.129 
X5 0.989 0.134 X12 0.974 -0.112 
X6 0.971 0.220 X13 0.973 0.013
X7 0.968 0.248

4.3.2 驱动因素区域差异分析 由图3—5可知,研
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存在着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关中、陕北和陕南三大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

资源条件差异显著,导致土地利用变化以及驱动因素

也具有空间差异性。因此,分别分析了关中、陕北和

陕南三大区之间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①关中

平原区土地利用变化较大,且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侵

占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关中地区作为陕西省经济发展

水平最高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规模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土

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化。2000—2018年,关中平原

的GDP由2000年的1275.95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

14802.05亿元,增长了10倍多,总人口增加了215.44
万人,城镇人口增加了641.77万人,城市化率由2000
年的37.72%上升到2018年的60.81%。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

变化,区域发展的一切经济活动均以土地为承载,不
断提高的经济水平对城镇用地需求逐渐增加。主要

表现为新增城市人口、城镇外延扩张、基础设施的修

建等促进了建设用地的扩张,以西安为中心的城市群

表现最明显。②陕北黄土高原区土地利用变化也较

大,主要表现为耕地转向林地和草地以及未利用地、
草地转向工矿建设用地。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主

要受政策因素的影响,1999年,陕西省作为试点区

域,率先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改善了土地

利用结构,其中作为“双退”重点区域的陕北地区,大
量耕地、荒地转化为草地、林地,植被覆盖率提高,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虽然较多耕地转化成林地、草地,
但都是对耕地质量较差和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地区的

改造,长远来看,对生态环境的恢复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该地区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近年来第二产业

的发展促进了工矿建设用地的扩张。③陕南秦巴山

区土地利用变化相对较小,主要受地理位置和地形条

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发程度有限,对
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汉中市和安康市中

部土地利用变化相对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

有所扩 张,农 村 居 民 用 地 向 城 镇 居 民 用 地 转 化。

2000—2018年,陕南城镇人口增加了230.51万人,城
市化率由21.67%上升到48.96%,城市化的发展是促

进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陕南作为我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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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保护区,近年实施的生态扶贫搬迁工程也对土

地利用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5 结 论

(1)陕西省不同用地类型的动态度差异明显,
工矿建设用地和城镇、农村居民用地动态度较大,
其次是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动态度最小。
其中,工矿建设用地和城镇、农村居民用地分别增

加了1169.13,905.12km2 和410.79km2,未利用

地面积 共计 减少331.72km2,耕地面积累计减少

4976.55km2,林地、草地面积分别增加了1478.36km2

和1325.83km2,水域面积变化不大。
(2)农村居民用地、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地、

空间聚集性强,水域、城镇居民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

的空间集聚性性相对较弱。草地在延安市东部的延

长县、宜川县形成新的集聚区,城镇居民用地集聚性

逐渐增强,工矿建设用地在榆林市西北部的榆阳区、
神木市形成新的集聚区。

(3)土地利用转型的结果表现为建设用地、林
地、草地对耕地的侵占。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土地利

用转移相对频繁,陕南土地利用转换相对较小。其

中,榆林市、延安市和西安市的土地利用转移变化最

明显,榆林市和延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和草地

转移以及未利用地和草地向工矿建设用地转移,西安

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和农村居民用地向城镇居民用地

转移。
(4)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发展过

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关中平

原区受经济、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较

大,陕北黄土高原区主要受政策因素的影响,陕南秦

巴山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土地利用变化不明显。

6 讨 论

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较为明显的地区是关中和

陕北,陕南变化并不明显。其中,关中平原主要表现

为建设用地侵占耕地,陕北黄土高原主要表现为耕地

向林地、草地转化。这与已有研究[26-27]结果一致。土

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分别是城市化率、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比重,表明经济、人
口、产业结构是影响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

素,此外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由

于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较大,且三大区之间的经济

发展情况以及自然条件不同,未来应根据各地区的资

源禀赋,确定不同的土地利用规划。关中平原区要注

重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

地侵占耕地及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地资源进行科

学规划、合理利用、优化布局、保护环境,提高节约集

约用地水平。陕北由于生态环境脆弱,要注重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继续实施平整土地、修建堤坝、植树造林

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并加大对草地、林地的管理,
避免草地、林地出现退化。陕南是全省林地、草地的

主要分布区,林地、草地等基础性生态用地不宜进行

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未来仍要以生

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重点,鼓励扩大林地面积,稳定

草地面积,提高生态服务功能。
土地利用在空间上的变化是自然和人类相互交

互作用的过程,本研究只分析了2000—2018年人类

活动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没有考虑自然因素,如
气候、地形等因素的干扰。此外,土地利用驱动因素

分析指标选取并未涉及到政策方面,政策因素分析仅

为定性分析。2000—2018年,陕西省的土地利用变

化与政府实施的宏观政策息息相关,因此未来应加强

宏观政策土对地利用变化影响的定量研究,以更好地

为各级土地管理部门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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